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９ＣＺＸ０５６）

作者简介：张　灿（１９８６－），男，河南商丘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
科技伦理研究。

第３６卷第４期

２　０　２　１年７月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４

Ｊｕｌ．２　０　２　１

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范式、议题与启示

张　灿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作为一种跨学科思潮，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日益凸显。尽管其思想来源纷杂，但也形成了一定的研

究范式：批判后人类主义与科技后人类主义。两种范式并不是界限清晰、完全独立的研究路径，而是相互

汇聚融合且形成了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对人的解构、技术人工物的凸显、动物转

向、后人类主体和生命政治等的探讨。特别是在新兴生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图景中，后人类主义绝

不仅仅是一种幻象，恰恰相反，它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以在技术化生存时代指导如何正确处理人与技

术的关系。

关键词：批判后人类主义；科技后人类主义；人的解构；后人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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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跨学科思潮，后人类主义在人类

学、文学、历史学、科技与社会、哲学等的研究中

日益凸显。尽管其思想来源纷杂，理论谱系并

不明朗，但其核心是对“人自身”的关照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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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关照不是一种时髦的、前缀式的后学思潮，

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解构经典人文

主义有关人的预设，以思考人与他者（技术、动

物、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新兴技术深度

干预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时代，以基因编辑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增强技术、会聚技术为代表

的技术系统不断推进“人技融合”，传统人文主

义的二元对立范式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

战。如何从哲学上思考“人与非人的关系”“技

术化的人”“后人类主体”等成为后人类主义的

重要议题。

　　一、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的范式

何为后人类主义？据尼尔 · 本德明顿
（Ｎｅｉｌ　Ｂａｄｍｉｎｇｔｏｎ）等人考证，作为对人文主义

话语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的

概念，早在１９世纪晚期，布拉瓦茨基（Ｈ．Ｐ．

Ｂｌａｖａｔｓｋｙ）创造了后人类（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一词。

但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个词才对西方文化

产生了真正显著的影响［１］。随后，伊哈布·哈

桑（Ｉｈａｂ　Ｈａｓｓａｎ）的《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

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一文成为相关思考

的先锋之一。哈桑认为：“后人类主义代表了文

化的一种潜力与趋势，即人类的形态———包括

人类愿望及其外在表现———正在发生根本的转

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此种转变。我们需要明

白，随着人文主义转变为后人类主义，五百年来

的人文主义正在终结。”［２］当然，“人文主义终

结”正是福柯和列维斯特劳斯所持的观点。但

此种终结并不是指“人类的终结”，而是指“人的

特定形象”的终结。

２０世纪晚期，西方学者开始明确提出后人

类主义且进行了深入探究。后人类主义开始突

破学科界限，扩展至地理学、文学、视觉文化、建

筑学、艺术、政治理论、传媒理论、性别研究、科

技与社会等领域。在此种跨学科研究浪潮中，

后人类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后人类主

义来自对人文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这项开拓

性的工作则是由哲学家福柯等人所引领；另一

个来源可追溯到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５３年召开的控制

论之梅西会议，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新型生物

的、机械的、交流的理论模型对于消除人在意

义、信息和认知中的特殊地位［３］。而唐娜·哈

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一文可以被认为是“后人

类主义”思潮的导向之作。哈拉维从女性主义

立场出发指出：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作为一种有机

物和机械混合的生物控制系统，消融了动物和

人类的界限、有机体和机器的边界、物质和非物

质的边界，成为人类未来进化的存在形态。

针对后人类主义的理论框架，学者观点虽

不尽相同但也存有共性。例如，卡里·伍尔夫
（Ｃａｒｙ　Ｗｏｌｆｅ）视域的后人类主义既不是超人类

主义，也不是有关超越具身之境的后人类，而是

对人文主义及其种种预设与幻想的批判。这种

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在技术化生存时代更加凸

显。新兴基因技术、生物工程、智能技术导致人

类已经变成了令人担忧的实体。对此，布鲁斯
·布劳恩（Ｂｒｕｃｅ　Ｂｒａｕｎ）提出后人类主义的三

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作为解构主义责任

的后人类主义，追问人是如何界定以及人与非

人的区别是什么；第二条路径是本体论的后人

类主义，即一种人与非人共生的世界；第三条路

径是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主义，即不

仅仅是把世界看作人类世界［４］。这三条路径旨

在解决两个问题：技术对人自身的影响以及人

与非人的区别。这两个问题被威斯特林·罗伊

斯（Ｗｅｓｔｌｉｎｇ　Ｌｏｕｉｓｅ）界定为两种范式：技术或

赛博格后人类主义，即研究新兴技术打开人类

摆脱身体限制和环境约束的可能图景；动物后

人类，即消除人与非人的边界以界定人在生态

系统世界中的位置［５］。而在罗西·布拉依多蒂
（Ｒｏｓｉ　Ｂｒａｉｄｏｔｔｉ）看来，当代后人类主义存在三

大派别：一是后人类的道德哲学思考；二是后人

类的科学技术研究范式；三是反人文主义的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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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后人类主义［６］。后人类道德哲学的思考以伦

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为

代表；而后人类的科技研究范式则更加关注当

代科技对人类生物本性与主体性的影响；批判

后人类主义则基于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反

普遍论以反对人文主义的根基，并承认后人类

的主体性。塔玛尔·沙伦（Ｔａｍａｒ　Ｓｈａｒｏｎ）则把

后人类主义分为“反乌托邦后人类主义”“自由

后人类主义”“激进后人类主义”“方法论后人类

主义”［７］（Ｐ４－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介后人类

主义。中介后人类主义，一方面深度诠释技术

对人性和自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拓展了“技术

中介”和“自我技术”的概念。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对于后人类主义的理

解不尽相同，但后人类主义仍然具有一以贯之

的主题且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后人类主义

范式的形成既与技术变革对人的影响密切相

关，又涉及到远非技术变革所能囊括的哲学、政

治与伦理的意义。正如安迪·迈雅（Ａｎｄｙ　Ｍｉａｈ）

所言：“技术变化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后人类主

义表达的核心议题，但后人类主义并不等同于

科学技术研究，后人类主义的概念比新兴技术

揭示的更多。后人类主义呈现了一种更加多元

的历史，有助于形成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主要

包括：文化后人类主义、政治后人类主义和哲学

后人类主义。”［８］无论是技术变革意义上的后人

类主义抑或政治、文化和哲学后人类主义，其主

题都是对人在世界上的定位之思。换言之，后

人类主义思考的是：“我们对于一直以来视为理

所当然的人本质属性的质疑，反思我们共同参

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我们自己是谁且

与非人存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９］（Ｐ导论２）在此

意义上，后人类主义具有两层含义［１０］（Ｐ１３）：一方

面，人的本体条件发生改变。人日益通过科技

改造等形式生存，当然，推动后人类主义发展的

真正动力还包括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人自身干

预的不断深入，从而导致“人技不断融合”，以至

于在当今技术文化中，随着技术与人的不断嵌

合，新兴技术以前所未有之势干预人的生命过

程，导致人性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即人是什

么，以及人天性的固定性如何确立［７］（Ｐ１），这种研

究进路被称为“科技后人类主义范式”。另一方

面，后人类主义重塑人之概念，即解构了人文主

义把人类置于其他生命形式之上且控制它们的

理念，进而在哲学、政治与文化向度上应对技术

改造时代混合生命形式中的人、人性与生命的

新问题，即“批判后人类主义范式”。

　　二、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议题

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的主题是探讨“何为

人与后人类”。围绕此主题，后人类主义首先要

解构人文主义大写之“人”，然后从“人与非人”

和“人的变化”两个维度展开对后人类的探索之

旅。人与非人主要涉及到人与技术人工物、人

与动物的关系，而人的变化主要包括后人类的

主体性以及生命政治的图景。

第一，人的解构。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致

力于对人文主义之“人”的批判与解构。人文主

义的核心议题是追问人是什么，确证人在世界

上的价值和地位以及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与意

义［１１］。人文主义的答案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

建构出独一无二的人。正如布拉依多蒂指出，

人文主义以大写的人为开端，认定人具有强大

的能力以获得自身与集体的完美性，建立一种

以人类理性、自我调整和本质高尚为基础的思

想、话语和精神价值观。这种对人的理解不仅

明确了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使得人文主义具

有文明模式化，该模式将欧洲的概念塑造成自

我反思理性的普遍化力量，即欧洲中心论。欧

洲中心论范式蕴含着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以及

文化逻辑和二元对立逻辑［９］（Ｐ２０）。二元对立排

斥差异性和他异性，把二者定义为否定性的对

等物。在后人类主义看来，人文主义思想假定

人具有一种预设的、先验的、固定的本质。“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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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术语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包

含着特权的规范性界定，在人类之间、人类和非

人类之间造成结构性差别和不平等［１２］。但后

人类理论挑战人类中心论以及人的独特性，反

而同普遍生命力和非人类内容的生命联合起

来［９］（Ｐ９６），即后人类主义致力于解构人的固有形

象，消解主体与客体的象征性边界，且肯定“非

人类主体”。这种解构绝不是当代研究后人类

主义哲学家的心血来潮和独有贡献，相反，其恰

恰具有深厚的哲学遗产。从更为宽泛的意义和

思想的持续性而言，对人文主义进行批判的哲

学家福柯、利奥塔、列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和

瓜塔里等都持有后人类主义的哲学立场。特别

是在技术化生存时代，智能技术和生命技术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人与机器，改变了人的肉

身存在进而重塑人的本体。人在社会实践中持

续不断地构成、分解和重组，是一种动态和开放

的本体，一种与非人混合在物质、技术和信息网

络中不断生成的本体。此种人的理解范式超越

人类中心论，拒斥把世界仅仅理解为人类世界，

承认非人实体和物质行动者［４］。人的存在不再

是自然的，而是由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共同

塑造而成。

第二，技术人工物的凸显。经典人文主义

视野中的技术人工物是工具性和实体性的存

在，而后人类主义反对技术人工物的本质主义

假设，凸显技术人工物与人的共生关系及其道

德意义。后人类主义凭借技术中介和技术具身

试图超越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框架，不再把

技术人工物看作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是把其

理解为与生活世界接触的方式。在《存在与时

间》一书中，海德格尔通过锤子的分析揭示了技

术人工物如何调节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拉图

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人

还是技术人工物都是建构生活世界的行动者，

从而提供了对称性框架来阐释人类和技术人工

物的关系，赋予了技术中介全新的理解。通过

授权、转移和指令，技术人工物具有了特定行动

的预设性［１３］。因此，“在拉图尔的对称性框架

中，中介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它在工具主义和

实体主义之间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前者认为

人类可以控制技术，后者认为技术可以控制我

们。它可以解释作为意义载体的技术人工物对

人类行为施加影响以及人与非人相互融合产生

的混合行为。”［７］（Ｐ９４）此种中介性在后现象学唐·

伊德（Ｄｏｎ　Ｉｈｄｅ）视野里则成为技术人工物的意

向性，主要包括具身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

和背景关系。尽管拉图尔更加关注具体技术如

何促使人们以特定方式行动，而伊德更加强调

技术如何建构人类对于现实的感知和解释，但

二者都赋予了技术人工物中介性，即不再把技

术人工物看作是中立的工具或者可以控制人类

的力量，而尝试克服人类和技术之间的人文主

义二元对立屏障，以构建一种后人类主义解

释［７］（Ｐ９７）。而技术哲学荷兰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的彼得·维贝克（Ｐ．Ｐ．Ｖｅｒｂｅｅｋ）则更进一步赋

予了技术人工物道德地位。在人文主义视域

中，伦理学是关涉人的学科，无涉技术人工物。

维贝克指出，如果伦理学是关于如何行动和生

活的学问，那么具有充分的理由去证明技术人

工物的道德意义。因为“技术人工物帮助我们

建立了人的存在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在人－技

关系中，技术不是简单、沉默的中介者，而是积

极、能动的调节者。技术具有一种物质形式的

道德，当技术使用之际，就会产生一种复合的道

德能力，复合道德能力由物质道德和人的道德

能力共同组成”［１４］。进而，道德是一个混合概

念，既不能简单地由物所单独具有，也不能独断

地认为由人所具有，二者缺一不可。这种物化

伦理学（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

的主客二分为基础，而是为物的道德能力留下

空间，建构了一种后人类主义伦理学［１５］。

第三，动物他者。动物之所以成为后人类

主义关注的问题之一，原因有二：一是后结构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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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引发的人文主义危机以及对人自身的解

构；二是人文主义正努力追赶整个社会对非人

类动物地位彻底重估的脚步［１６］。从后人类主

义角度来看，人文主义通过人与动物的对立确

立人的地位和物种差异。非人类动物一直在象

征性的缺席中反复出现，它们的存在屈从于人

类的霸权，没有被赋予任何本体论上的重要地

位。而后人类主义则强调自然和文化、人和非

人、同一物种成员和不同物种成员之间平等或

无等级的关系，赋予动物道德地位。动物道德

地位的诉求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动物权利，更

深层次的追求致力于人与动物共生关系的构

建。甚至可以说，“批判后人类主义关心的不是

动物权利问题，而是物种边界、人类独特性、物

种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包括对人类感知和描绘

其他非人类物种方式的探索，这些方式编码了

物种差异而忽视了物种的相似之处并确立了人

类的统治地位，后人类主义试图推翻这些方

式。”［１０］（Ｐ１２７）进而言之，物种主义通过控制、驯

养、剥削或爱护非人类动物从而建构了以人为

中心的文化与话语霸权。对此，以动物为焦点

的后人类主义则要反抗物种霸权逻辑。代表性

著作主要有卡里·伍尔夫主编的《动物志：关于

动物的问题》和所著的《动物仪式》、马修·克拉

洛（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ａｌａｒｃｏ）的《动物志：从海德格尔

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哈拉维的《与物种相

伴》。伍尔夫系统分析了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

人文主义主张，在列维纳斯、德里达的动物哲学

和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基础之上提出了“物种

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概念。在当前动物

运动实践中，道德政治的创新和进步催生了物

种话语，进而导致了物种歧视的机制化。而西

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形成依赖于人的超然存

在，这种存在是以牺牲动物和兽性为代价的，进

而又导致一种德里达所言的“非犯罪的处死动

物和他者”的象征秩序［１７］。物种主义不仅仅局

限于对动物的划定和歧视，实际上物种的人文

主义话语也把人类定位其中，系统性地导致了

物种、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对此，克拉洛的
《动物志》则批判了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人文中

心主义。在动物行为学和进化论证据上，呼吁

对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责任，并提出人和动

物应该被视为本体的统一。在列维纳斯的伦理

学、阿甘本的人类学机器和德里达的非人类中

心主义伦理学中，都提出我们应当建立与动物

共存的新生活方式［１８］。此物种平等主义成为

哈拉维的“同伴物种”理念。他在《同伴物种宣

言》中指出，人和动物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

是驯养与宠物的关系，而是共存、共生的“同伴

物种”，一种人与动物相互建构的关系。“同伴

物种实质上是互构性、融合性、非纯粹性、历史

性和复杂性的共同体。”［１９］

第四，后人类主体。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

和谱系学对人文主义进行了解构。“福柯所批

判的正是人类学主体主义，其怀疑和敌视那个

至高无上的、起建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

主体。”［２０］而后人类主义则更进一步把世界看

作是一种混合主体。“批判后人类主义作为一

种哲学方法，涉及到对主体性概念本身的重新

思考，其把人的主体看作是一种与机器和动物

共同进化的集合。在此意义上，人类具有多重

物种公民身份，即人类是一种具有跨越物种依

赖和联系的生命形式。因此，其赋予生命更为

广泛的定义以及在物种模糊和混合时代，对非

人生命形式承担更大的道德回应和道德责

任。”［１０］（Ｐ１３８）按照凯瑟琳·海勒（Ｎ．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ｌｅｓ）的观点，“后人类主体是一种混合物，各

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物质－信息的独立实

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２１］

后人类主体拒斥二元对立而强调物质嵌入性和

具身性，从而形成了把非人类主体包括在内的

主体。引申开来，“后人类主义消融自然实体和

人工制品之间的分类式隔离，其建构的主体性

是一种整体集合，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技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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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介、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２２］可见，后人

类的主体性不再唯人论，而是尝试构建一种跨

越物种的多层次混合主体。由此，布拉依多蒂

在对德勒兹的游牧主体和生命力的解读中建构

了后人类主体的普遍生命力。后人类的普遍生

命力承认人和非人的混合生命，将一种生命平

等主义贯穿于所有生命物质之中，在唯物论和

活力论的双重力量中重塑人与动物、人与机器、

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第五，后人类生命政治。无论是福柯“作为

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阿甘本的“赤裸生命与

例外状态的生命政治”，还是埃斯波西托的“免

疫体与共同体的生命政治”［２３］，经典生命政治

的主题关涉政治对生命的干预与管控。而后人

类生命政治主题关注的则是新兴生命技术、智

能技术干预生命的社会政治后果。在《我们的

后人类未来：生命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弗

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详细地讨论

了脑科学技术、神经药物、干细胞研究、基因技

术的发展对人的本性、尊严、基本价值和权利的

挑战。福山发出警告：“我们要很清晰地意识

到，这个挑战不仅仅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因

为它将成为我们未来几年所做的政治决定，这

些决定关乎我们与技术的关系，进而关乎我们

是否会进入后人类未来，以及这样一个未来展

现在我们面前时潜在的道德缺失。”［２４］因此，如

果放任生物技术的发展，我们将面临人及其政

治制度的终结。相比福山的悲观情绪，尼古拉

斯·罗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ｏｓｅ）则看到了生命政治的

积极意义。在《生命本身的政治：２１世纪的生

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一书中，罗斯指出，人的

生命力面向技术化和资本化敞视，构成新形式

的生命政治［２５］。此生命政治建立在生命的技

术分子化、增强的最优化技术、生物公民身份、

生命知识的专业化、生命资本等之上，并不必然

是基因或生物决定论，它为我们参与自身的生

命设计与价值实现提供了可能路径。因此，罗

斯强调一种以“生命力经济”为核心的积极生命

政治，以期在自我技术的身体伦理和生命政治

之间寻求完美融合。当然，罗斯过于乐观，生物

增强技术并不一定会带来完美的后人类社会，

其同样会导致生命资本化和社会不公平，特别

是可能引发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

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复杂

问题［２６］。

　　三、启示：构建后人类主义伦理文化

后人类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幻象或繁杂的

思潮，相反它提供了一种以去人类中心主义为

主要特征的批判性方式，以思考人的定位及变

化。特别是在技术化生存时代，一方面人类依

靠技术建构外在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利用技术

改造与增强自身。人类日益生活在技术系统之

中，技术系统不仅是人身体的延伸、日益成为人

体的人工器官或义肢，人逐渐成为科技智

人［２７］。进而言之，在人的深度科技化浪潮中，

面对人的不断机器化与机器的不断生命化、智

能化，人如何应对此种变化？

可以说，在技术化生存时代，哲学、伦理层

面应当建构一种面向人类未来变化的后人类主

义伦理文化。后人类主义伦理文化的核心不是

消极、悲观地拒斥人工智能、生命技术的发展，

而是积极地、能动地拥抱与应对人性变化带来

的挑战。特别是面对基因工程技术、脑机接口

技术带来人的非自然增强与技术性变化，后人

类主义伦理文化不仅仅避免“技术敌托邦”和
“技术乌托邦”的两种极化态度，而是要合理地

利用技术增强人类能力，且在伦理层面更加开

放地肯定利用技术提升人自身恰恰是人的尊

严、自主与权利的体现。归根结底，人的生存方

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自然存在变为技术化

生存，从技术作为外在工具到技术改造人自身。

因此，我们对人的种种理解和定位应当根植于

这种时代变化，倒不是说要完全拥抱此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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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至少应该规避其消极作用。但面对这种

不可避免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应对技术困境

的田园牧歌式的解救之道显得过于浪漫与不切

实际。因此，在人技融合的现实语境和历史进

程中去理解人自身及其实践活动更为适当。

另外，后人类主义伦理文化赋予各种生命

形态以道德地位，为我们建立人与人工智能共

存的伦理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在人工智能发展

图景中，伦理问题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还涉

及到人工智能体是否拥有责任能力和政治权

利。面对这些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转变

为后人类伦理学或许是一个适当选择［２８］。更

重要的是，后人类主义伦理文化超越人类中心

主义文化范式，赋予人与非人共生、共融的关

系。正如“人类纪”表明：“地球正在走出它目前

的地质时代———全新纪，而人类对此应当负主

要责任，因为人类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地质

力量。”［２９］在人类纪，人成为一种地质力量而远

超自然界本身的力量。人类使用各种技术手段

强势干预地球进程和自然环境，产生了诸多破

坏性的不可逆后果，导致人和其他物种的生存

危机。人类纪并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科学地质

概念，更代表着一种边界隐喻，以思索人类的生

存困境。为了超越人类纪的困境，我们需要超

越传统人文中心的伦理范式，把非人融合进来。

为此，哈拉维创造性地提出了“克苏鲁纪”的概

念以描述人和非人构成的共生性力量和动态进

程。“克苏鲁纪”试图创建多物种相互亲缘、相

互构成的关系，以及作为符号学意义和谱系学

层面上深层次的亲缘关系。由此，“克苏鲁纪”

作为一种隐喻代表了人与非人共生的后人类愿

景。“后人类伦理并不是追问什么是后人类，而

是创造新的、富有想象力的理解各种生命之间

关系的方式。”［３０］当然，后人类主义伦理学绝不

是一种要求万物与人绝对平等的道德观点，而

是站在人与非人共生的关系之中理解人及其变

化。简言之，人之为人在于人的反思性意识：对

于人来说什么是好的生活。而处在新兴技术发

展和社会发展巨变的年代，人类需要做好与各

种混合智能共生及与各种技术同步进化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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